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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途径。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库三期小农户面板数据，基于工具变量法探究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提高土地转出租金促使小农户转出土地，较高的土地租金与较低的产出收益抑制了小农

户转入土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土地从低生产率的小农户流出，但阻碍其流向高生产率

的小农户。 并且，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小农户转出土地的作用最为明显，而农业企业则明

显阻碍了小农户转入土地。 因此，政府应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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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对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以

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Ｊｉｎ 等，２０１３；冒佩华等，２０１５；程令国等，２０１６；Ｎｇｕｙｅｎ 等，２０２１）。 为

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然而，近年来土地流转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尽

管土地流转面积逐年增长，但增速却在逐年下降且降幅加大（见图 １）。 截至 ２０２３ 年，中国耕地流转

面积达 ５. ９１ 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３７. ７６％①。 大量研究探讨了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例
如土地产权不稳定（程令国等，２０１６；李金宁等，２０１７；石晓平等，２０２４）、土地细碎化（杨昭熙等，２０１７；
Ｃａｏ 等，２０２０）、家庭人口特征（何欣等，２０１６；储怡菲等，２０２４）以及非农就业情况（Ｓｕ 等，２０１８；许彩华

等，２０２３）等。 其中，土地流转需求不足，即缺乏愿意转入土地的主体，是目前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因

素（钱龙等，２０１９；李江一等，２０２２；朋文欢等，２０２２）。
推动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生产者。 根据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农

户未转出耕地的主要原因是自家耕种，其占未转出耕地原因的比重分别为 ８３. １３％、７８. ４５％和

７３. ４２％；其次便是无人愿意转入，其占未转出耕地原因的比重逐渐增加，分别为 １１. ２０％、１３. ４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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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５４％。 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

有土地经营规模大、专业化生产程度高等特点（张照新等，２０１３），与小农户相比，他们通常对转入土

地有着更高的需求（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４；Ｑｉａｎ 等，２０２５）。 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是应对

土地需求不足的一个解决方案。 早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并且在 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 ２０１４ 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

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 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表明，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适度提高土地需求，从而推动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注：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耕地流转面积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家庭承包耕地流转

总面积包括出租（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和其他形式流转面积五种类型，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仅包

含出租（转包）、入股和其他形式流转面积三种类型。 因此，２０２０ 年耕地流转面积与上一年相

比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网站以及历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

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全国耕地流转情况

目前，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从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整体视

角和单个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国外研究主要以单个类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农业企业、大规模农场通常通过垄断势力与小农户竞争土

地（Ｍａｔｈｉｊｓ 等，１９９８；Ｌｅｒｍａｎ 等，２００４）。 Ｖｒａｎｋｅｎ 等（２００６）在研究匈牙利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市场

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大型农业企业提高了农户家庭出租土地的概率，并且降低了农户通过租赁市场获

得土地的面积。 与此同时，大型农业企业不仅可以凭借市场势力获得大部分家庭转出的土地，还可以

利用其垄断势力以远低于普通农户的土地租金水平转入土地，通常是普通农户租金水平的 ２０％ ～
５０％（Ｃｉａｉａｎ 等，２００６；Ｓｗｉｎｎｅｎ 等，２００６）。 Ｇｒａｕｂｎｅｒ 等（２０２１）则发现隶属于农业企业的农场可设定更

高的土地租金以获取更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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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流转影响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陈晓华，２０１４；赵晓峰

等，２０１８；孔凡斌等，２０１９；刘洁等，２０２４），仅有少量研究从定量角度进行分析。 在单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类型的研究中，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与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自身转入和转出土地的

影响上，包括土地流转的意愿分析、影响因素分析等（谢云等，２０２３），定量分析培育家庭农场对其他

小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 在农民合作社方面，不少研究探讨了加入农民合作社对

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大部分是在研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时提及，研究发现加入农民合作社能显著促

进农户流转土地（王亚等，２０１７；李家辉等，２０２２）。 但也有研究基于山东、湖南和重庆的实地调查问

卷数据发现，加入农民合作社并不影响农户转入土地（张益丰等，２０１９）。 在农业企业方面，大部分研

究仅从理论和数据层面说明了农业企业能够带动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周庆智，２０１４；张德海等，
２０２０），鲜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可以看到，除农民合作社外，鲜有研究定量分析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整体的研究中，少量研究从定量角度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

土地流转的影响。 李江一等（２０２２）基于两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双重差分法发现，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通过对土地的直接需求提高了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但是未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户转

入土地的平均效应。 朋文欢等（２０２２）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双重差分法同样发现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打破熟人交易网络促使农户有偿转出土地。 以上文献在为本文提供参考价值的

同时，也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在研究对象上，现有文献未剔除实际耕地规模在 ５０ 亩以上的农户，
导致因变量中包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行为，可能造成系数估计偏差。 在研究方法上，现有

文献使用了双重差分法，但未充分考虑反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在机制讨论方面，现有文献

仅从农户转出土地的对象来间接地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了土地需求，未深入探讨农户转出土

地和不转入土地的原因，也未讨论此过程中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小农户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法，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背后可能的机

制。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潜在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限定样本为实际耕地规模在

５０ 亩及以下的小农户家庭样本，避免因变量中包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行为而引起内生性问

题，从而影响系数估计结果。 二是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及潜在的机制，以减弱反向因果问题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的影响。 三是引入数理模型从交易成本的

角度阐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影响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并实证探讨了小农户转出土地（交
易成本维度）和未转入土地（成本—收益维度）的作用机制。 同时，基于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探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是否具有效率，即土地是否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农户

流向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农户，丰富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探讨。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

数据支撑，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土地流转供求理论，制约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或需求不足。 现有文献主要从供给

端探讨阻碍土地流转的问题，集中在土地产权不稳定和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方面（Ｓｕ 等，２０１８；储怡

菲等，２０２４；石晓平等，２０２４）。 前文数据已表明，无人愿意转入是目前农户未转出耕地的主要原因，
这表明土地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然而，从土地需求层面分析土地流转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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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多集中于小农户角度（曹建华等，２００７；Ｇｅｂｒｕ 等，２０１９），忽视了农业生产经营中

的重要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相较于普通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

于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土地有更大的需求。 因此，深入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对于打破土地流转僵局、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土地需求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必然会打破村庄土地流转市场的原有均衡状态。 一

方面，对于有意愿转出土地的小农户家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的直接需求能有效降低其搜寻成

本。 与此同时，为响应政策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关部门和村集体通常会成立土地流转中介

组织，为交易双方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从而降低谈判缔约成本（何军等，２０２０；周力等，２０２２）。 此

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与小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进一步降低合约执行与维护成本，增加其实际

土地转出租金，使交易更容易达成。 另一方面，对于有意愿转入土地的小农户家庭，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与其形成竞争关系，加剧了土地市场竞争。 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备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雄厚

的资金实力以及土地流转政策优惠等优势，它们在竞争中能以较高的租金获取大量土地，从而快速扩

大生产规模（赵晓峰等，２０１８）。 这使小农户在谈判缔约过程中面临更高的成本，进而提高其实际转

入土地所需的租金，使得交易难以达成。

图 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

（二）数理模型与研究假说

基于农户行为理性的假设前提，本文在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２００５）模型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扩展，构建

了一个数理模型以阐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影响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假设小农户可以自由地

将家庭劳动力分配到农业和非农部门，同时不存在农业雇佣劳动力市场。 土地流转市场是完全竞争

的，即小农户可以根据价格 ｒ 转入和转出土地。 每个小农户家庭 ｉ 拥有初始禀赋劳动力Ｌｉ

－
（由农业劳

动力ｌａｉ 和非农劳动力ｌｏｉ 组成）、承包耕地面积Ａｉ

－
和农业生产能力φ ｉ。 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φ ｉ ｆ ｌａｉ ，Ａｉ( ) ，其中Ａｉ为实际耕地面积。 因此，小农户家庭 ｉ 将通过选择ｌａｉ 和Ａｉ解决以下的收入最大化

问题：

ｍａｘ
ｌａｉ ，Ａｉ

πｉ ＝ ｐ φｉ ｆ ｌａｉ ，Ａｉ( ) ＋ ｗ Ｌｉ

－
－ ｌａｉ( ) ＋ ｒ Ａｉ

－
－ Ａｉ( ) （１）

其中，ｐ 是农产品的价格，ｗ 是非农劳动力的工资。 Ａｉ

－
－Ａｉ＞０ 表明小农户家庭转出土地，Ａｉ

－
－Ａｉ＜０ 则表

示转入土地。 当小农户取得最大化收入时，将满足以下一阶条件，本文删去了下标 ｉ 对公式进行

简化：
∂π
∂ ｌａ

＝ ｐφ ｆｌａ ｌａ，Ａ( ) － ｗ ＝ ０ （２）

∂π
∂Ａ

＝ ｐφ ｆＡ ｌａ，Ａ( ) － ｒ ＝ ０ （３）

考虑到现实情况下土地流转市场中交易成本不为零，本文使用交易成本 Ｔ 来衡量这种摩擦。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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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本文根据土地流转的交易过程，将交易成本细分为搜寻成本、谈判缔约成本和合约执行维护

成本（罗必良等，２０１２；易钟婷等，２０２２），并且假设交易成本 Ｔ 与土地流转面积成正比。 这意味着，家
庭不再以租金 ｒ 转入或转出土地，转入土地的家庭将在 ｒ 的基础上再支付一笔费用 Ｔ。 在这种情况

下，对于不参与土地流转的家庭，其新的均衡条件为：
ｐφ ｆｌａ ｌａ，Ａ( ) ＝ ｗ （４）
ｒ － Ｔ ＜ ｐφ ｆＡ ｌａ，Ａ( ) ＜ ｒ ＋ Ｔ （５）
（５）式展示了小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能力的两个临界值。 当 φ＜ ｒ－Ｔ( ) ／ ｐ ｆＡ ｌａ，Ａ( ) 时，小农户转出

土地；当 φ＞ ｒ＋Ｔ( ) ／ ｐ ｆＡ ｌａ，Ａ( ) 时，小农户转入土地。 对于转出土地的小农户，他们的新均衡条件为

（４）式和（６）式。 对于转入土地的小农户，他们的新均衡条件为（４）式和（７）式。
ｐφ ｆＡ ｌａ，Ａ( ) ＝ ｒ － Ｔ （６）
ｐφ ｆＡ ｌａ，Ａ( ) ＝ ｒ ＋ Ｔ （７）
对（６）式和（７）式左右两边求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ＮＡＯｓ）的全微分，得到如下公式：

ｐφ ｆＡｌａ
∂ ｌａ

∂ＮＡＯｓ
＋ ｆＡＡ

∂Ａ
∂ＮＡＯｓ

æ

è
ç

ö

ø
÷ ＝ － ∂Ｔ

∂ＮＡＯｓ
（８）

ｐφ ｆＡｌａ
∂ ｌａ

∂ＮＡＯｓ
＋ ｆＡＡ

∂Ａ
∂ＮＡＯｓ

æ

è
ç

ö

ø
÷ ＝ ∂Ｔ

∂ＮＡＯｓ
（９）

对于转出土地的家庭，Ａｏｕｔ ＝Ａ－Ａ，则∂Ａ ／ ∂ＮＡＯｓ ＝ －∂Ａｏｕｔ ／ ∂ＮＡＯｓ。 对于转入土地的家庭，Ａｉｎ ＝Ａ－

Ａ，则∂Ａ ／ ∂ＮＡＯｓ＝∂Ａｉｎ ／ ∂ＮＡＯｓ。 假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影响家庭农业劳动力，只关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的影响，即∂ｌａ ／ ∂ＮＡＯｓ ＝ ０。 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小农户转出土地时，∂Ａｏｕｔ ／ ∂
ＮＡＯｓ＞０，结合ｆＡＡ＜０，可知∂Ｔ ／ ∂ＮＡＯｓ＜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了小农户转出土地时的交易成

本。 反之，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抑制小农户转入土地时，∂Ａｉｎ ／ ∂ＮＡＯｓ＜０，可知∂Ｔ ／ ∂ＮＡＯｓ＞０，表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高了小农户转入土地时的交易成本。 结合理论分析可知，对于有意愿转出土地的小

农户家庭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有效降低其搜寻成本、谈判缔约成本以及合约执行与维护成

本，从而提高其实际获得的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而对于有意愿转入土地的小农

户家庭来说，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其形成竞争态势，导致小农户在谈判签约过程中需承担更高的

成本，进而增加其实际支付的土地租金，使得土地流转交易更难以实现。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

说 Ｈ１：
Ｈ１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降低土地转出方的搜寻、缔约与维护交易成本，提高实际土地转出

租金的方式促使小农户转出土地。
Ｈ１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提高土地转入方的缔约交易成本，提高实际土地转入租金的方式抑

制小农户转入土地。
此外，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的推进下，部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为完成政策目标，可能采

取强制措施促使小农户转出土地。 这部分农户主要包括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由于再就业困难，土地的

强制流转将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孙新华，２０１３；Ｑｉａｎ 等，２０２５）。 因此，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下

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效率与公平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在有效率的土地流转市场中，土地的流向遵循特

定规律。 本文借助上述数理模型对此进行阐述。
对（４）式的左右两边求关于 φ 的全微分，得到：

ｐ ｆｌａ ＋ ｐφ ｆｌａｌａ
∂ ｌａ

∂φ
＋ ｆｌａＡ

∂Ａ
∂φ

æ

è
ç

ö

ø
÷ ＝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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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６）式或者（７）式的左右两边求关于 φ 的全微分，得到：

ｐ ｆＡ ＋ ｐφ ｆＡｌａ
∂ ｌａ

∂φ
＋ ｆＡＡ

∂Ａ
∂φ

æ

è
ç

ö

ø
÷ ＝ ０ （１１）

根据（１０）式和（１１）式，可计算得到：
∂Ａ
∂φ

＝
ｆＡ ｆｌａｌａ － ｆＡｌａ ｆｌａ
ｆＡｌａ ｆｌａＡ － ｆＡＡ ｆｌａｌａ

（１２）

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严格凸函数）性质、边际效用递减和海塞矩阵正定可知，ｆｌａ ＞０，ｆＡ＞０，
ｆｌａｌａ＜０，ｆＡＡ＜０，ｆｌａＡ＞０，ｆｌａｌａ ｆＡＡ－ｆ２ｌａＡ＞０。 因此，可知∂Ａ ／ ∂φ＞０。 在市场有效的情形下，农业生产能力更高的

小农户将拥有更多的土地。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２：
Ｈ２：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是有效率的，那么土地将从农业生

产能力弱的小农户流向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小农户。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社区治理调查数据。 该数据库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建设，每两年进行一次

调查，样本涵盖 ２９ 个省份，具有全国代表性。 同时，该数据库记录了农户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数据。 目

前，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共有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五轮调查数据。 由于社区调

查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记录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的三期追踪面板数据。 这些数据能够较好展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动态以及小农户土地流转

的具体情况，为分析本文的研究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本文选择追踪调查了两年或者三年的农户家庭样本，即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或者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的追踪样本∗。 其次，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年份已经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村庄可能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 为避免小农户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前就受

其影响，本文按照贾俊雪等（２０１９）、李江一等（２０２２）的处理方式，剔除了 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年份已经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样本。 接着，本文剔除了无农业用地的村庄样本。 在这一步数据清理过

程中，本文发现部分村庄在不同年份的农业用地状态不一致，对于这一部分村庄也予以剔除。 再次，
剔除样本中原本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和实际耕地经营规模在 ５０ 亩及以上的农户样本，
将样本限制在小农户的范围∗∗∗。 最后，本文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３１８ 个村庄样本和

４１５２ 个小农户样本。
（二）主要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转行为。 具体表现为四个变量，小农户家庭是否转出 ／
转入土地、转出 ／转入土地的面积。 为避免损失样本，转出 ／转入土地的面积采取加 １ 取对数的方式加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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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２０１９ 年未被追访的农户家庭只有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家庭调查问卷中的 Ｂ１００１ｃ 题项判断农户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Ｂ１００１ｃ：您家属于下列哪种农业

生产经营户：１. 农业企业；２. 农民专业合作社；３. 家庭农场；４. 专业大户；５. 普通农户；６. 其他。 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家庭调查问卷明确把

因农业生产经营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如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受访户归为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 此外，对于未登记注册

的专业大户，本文根据实际耕地面积（５０ 亩及以上）予以识别

　 ∗∗∗　 为了避免因变量中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包括一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使得系数估计不准确，本文剔除了

原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实际耕地经营规模在 ５０ 亩及以上（可视为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的农户。 其中，原本就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农户家庭数量是 ５９ 户、１４８ 个样本，实际经营规模在 ５０ 亩及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是 １０６ 户、２６０ 个样本



入回归。 为了更好地区分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文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关于种植业

规模经营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土地经营规模不低于 ５０ 亩的要求①，将小农户界定为以家庭经

营为基础，实际耕地经营规模在 ５０ 亩以下的农户。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样本期内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这一变量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村级问卷，问卷中询问了村庄存在哪些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表 １ 为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占比，可看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村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数量都有下降。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专业大户的数量占比最高，分别为 ４３. ８１％、４５. ０２％。 其次

是农民合作社，占比分别达到 ３１. ２４％、３６. １４％。 而农业企业的占比均为最低。 此外，２０１７ 年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村庄的比例为 ５０. ６３％，到 ２０１９ 年增加到 ６６. ３５％。 本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这一

变量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并且加 １ 后取对数放入回归模型。

表 １　 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占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专业大户　 ４９５ ４３. ８１ ３８０ ４５. ０２

家庭农场　 ２４４ ２１. ５９ １３１ １５. ５２

农民合作社 ３５３ ３１. ２４ ３０５ ３６. １４

农业企业　 ３８ ３. ３６ ２８ ３. ３２

总计　 　 　 １１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８４４ １００. ００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方面的变量。 包括承包耕地面积、雇佣

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农药、化肥、种子等的支出）。 第二，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 家

庭人口结构、教育背景、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收入等因素决定了小农户应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冲击的

能力（Ｌａｙ 等，２０２１）。 例如，有着较高教育水平的小农户更容易接受和使用新技术。 而健康状况不佳

和年龄较大的小农户更容易受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冲击，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最终致使他们

退出农业生产（Ａｌｌｅｎ 等，２０１４；Ｗｏｕｔｅｒｓｅ 等，２０１９）。 户主出生年份、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是非时变变量，
可被农户个体固定效应吸收∗∗。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总人数和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其中男性

１６～６０ 岁为劳动力人口，女性 １６～５５ 岁为劳动力人口。
第三，村庄特征变量。 地形平坦宽阔、基础设施齐全的村庄更适合农业生产（Ｍａｍａｔｚａｋｉｓ，２００３；

Ｄｏｒｏｓｈ 等，２０１２）。 因为非平原地区的地形相对复杂，地块小且细碎化程度较高，大规模和机械化农

业生产较难实现，从而导致较低的农业生产率（Ｔａｎ 等，２００６；Ｊｉａ 等，２０１４；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 基础设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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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种植业规模经营户标准：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１００ 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

地达到 ５０ 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占地面积 ２５ 亩及以上。 因此，综合来看，本文选择 ５０ 亩作为区分小农户与规模经营户界限。 资料

来源：国家统计局 .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４６８１７. ｈｔｍ
∗　 根据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村级问卷中的题项确定村庄是否含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本社区有下列哪些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１. 专业大户；２. 家庭农场；３. 农民合作社；４. 农业企业；５. 以上都没有。 其中，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别有几家。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村级问卷中仅涉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并没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数据，因此，本文使用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数量进行检验

　 ∗∗　 其他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变量，如户主婚姻状况和户主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对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很小，同
时鉴于其数据缺失程度较大，本文不予以考虑



（如道路交通、供水设施、灌溉设备等）完善的村庄，更有利于运输农业投入品和农作物，农户接触投

入和产出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 因此，本文加入了村庄地形是否是平原的变量

和村庄到最近的县城中心之间的距离变量。 由于是否为平原和距离变量是非时变变量，本文将其与

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交互，以控制不同年份的差异化影响。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及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去年村庄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个） １０６５５ １. ９１１４ ５. ３５８１

是否转出土地 去年家庭是否转出土地（１＝是，０＝否） ９０４５ ０. １２３６ ０. ３２９１

是否转入土地 去年家庭是否转入土地（１＝是，０＝否） １０６５５ ０. １１４５ ０. ３１８４

转出土地的面积 去年家庭转出土地面积（亩） ９０４５ ０. ４６３０ １. ８４６０

转入土地的面积 去年家庭转入土地面积（亩） １０６５５ ０. ５０３６ ２. ２６２２

承包耕地面积 去年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亩） １０６５５ ４. ５３１５ ５. ４０６３

农业雇佣劳动力投入 去年家庭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支出（元） １０６５５ １６７. ５１７６ １０２８. ３３５０

其他农业生产投入 去年家庭在农药、化肥和种子等农资品上的支出（元） １０６５５ ３２２８. ２４３０ ５１２９. １６２０

家庭总人数 包括户主在内的家庭总人数（人） １０６５５ ３. ８３４９ １. ８６８５

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 家庭劳动力人口与家庭总人数的占比（％） １０６５５ ０. ５１２３ ０. ３４６７

村庄是否为平原 家庭所在的村庄是否位于平原地区（１＝是，０＝否） １０６５５ ０. ４４２３ ０. ４９６７

村庄到县城中心的距离 家庭所在的村庄与最近县城中心之间的距离（千米） １０６５５ ３０. ８６５９ ５３. ４１１３

（三）实证模型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识别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主要原因在于，虽
然固定效应模型可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但是它无法

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村庄的区位条件

密切相关（Ｇｌｏｖｅｒ 等，２０１９），该方法无法解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随机性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

响，也无法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小农户转出土地的反向因果关系。 即小农户转出土地的行

为可能反过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土地转出活跃度越高的村庄能提供更多闲置的土地，从
而更容易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本文拟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上述原因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村庄所在省其他村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只通过

影响本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这一渠道影响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原因有二：一是村庄作为中

国农村最基层的自治单位，其发展不仅受到村干部和上级政府的影响，也受到周围村庄发展的影响。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当其他村庄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本村村干

部考虑到政策因素，很有可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二是虽然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

不断发展，但是小农户往往更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与自己血缘、地缘更近的人，例如亲属、同村的农户

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会选择邻近地块扩大生产规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在抽取

村庄进行调查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抽取村庄相距较远。 因此，村庄所在省其他村庄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很难影响本村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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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Ｏｓｖｔ ＝ α０ ＋ α１ Ｚ ｉｖｔ ＋ β Ｘ ｉｖｔ ＋ ηｉ ＋ λ ｔ ＋ εｉｖｔ （１３）

Ｙｉｖｔ ＝ α０ ＋ α１ ＮＡＯｓ
�

ｖｔ ＋ β Ｘ ｉｖｔ ＋ ηｉ ＋ λ ｔ ＋ εｉｖｔ （１４）
其中，（１３）式为第一阶段回归，ＮＡＯｓｖｔ表示村庄 ｖ 在 ｔ 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Ｚｉｖｔ是工具变量。
Ｘｉｖｔ是小农户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η ｉ、λｔ 分别是小农户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ｖｔ 是随机扰动项。
（１４）式为第二阶段回归，Ｙｉｖｔ表示村庄 ｖ 的小农户家庭 ｉ 在 ｔ 年的土地流转情况，包括是否转出 ／转入

土地、转出 ／转入土地的面积。 ＮＡＯｓ� 为根据第一阶段回归估计系数计算的预测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是（１４）式的回归结果，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

响。 为减少模型估计的偏误，本文在计算工具变量时删去了无农业用地的社区。 从表中可知，所有回

归的第一阶段 Ｆ 值均大于 １０，表明本文的工具变量选择是有效的，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１）列和（３）列的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显著提高了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和面积，证实了假

说 Ｈ１。 村庄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增加 １％，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和面积分别增加 １. ８４％和

２. ５４％。 结合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转出土地的小农户占 ８. ２３％，这一促进效应使转出土地的小农户增加

２２. １２％（１. ８４ ／ ８. ２３）。 与表 ４ 中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相比，工具变量法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量的

系数明显更小，说明固定效应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高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转出的效

应。 表 ３（２）（４）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没有明显影响。 这一结论

与李江一等（２０２２）、朋文欢等（２０２２）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表 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是否转出土地 是否转入土地 土地转出面积 土地转入面积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２３）

Ｌｎ（承包耕地面积） ０. ０７４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１６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０８８）

Ｌｎ（雇佣劳动力投入）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３）
Ｌｎ（其他农业生产投入）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５２３∗∗∗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１）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５）
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３０５）
常数项 ０. １４７０ ０. １１７８ ０. １６１１ ０. ３２２７∗∗

（０. １０６１） （０. ０９６１） （０. １５３６） （０. １４５９）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Ｆ 值 ９. ８８６６ ３. １８５５ １１. ５０１３ ３. ０３９４
观测值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家庭、年份、
省—年、村庄变量—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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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小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面积、雇佣劳动力投入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对其

土地流转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小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增加会促使其转出土地，转出土地

的概率和面积平均提高了 １. ８４％和 ２. ５４％，这一结果与王璐瑶等（２０２５）的研究结论相符。 雇佣劳动

力投入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小农户家庭转入土地的概率和面积，其他农业生产投

入的增加还显著降低小农户家庭转出土地的概率和面积。 这表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土地流转有

着重要作用。

表 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是否转出土地 是否转入土地 土地转出面积 土地转入面积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９３）

Ｆ 值 ３３. ４８６４ １３. ５４６３ ２６. ７４８２ １０. ９３３２
观测值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二）机制检验

结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实际土地转出租金

的方式，吸引小农户转出土地。 接下来，本文参考江艇（２０２２）的机制检验方法，分别使用交易成本、
土地转出租金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通过小农户家庭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获

得的服务来间接测量交易成本，若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相应服务，则表明他们的交易成本较低。 其

中，搜寻成本采用是否获得搜寻服务（１＝获得提供土地流转交易信息、政策宣传与政策解读服务；０ ＝
未获得任何服务）来代理；谈判缔约成本采用是否获得谈判缔约服务（１＝获得提供土地流转租金价格

评估、法律咨询、协调和规范合同签订服务；０＝未获得任何服务）来代理；合约执行维护成本采用是否

获得合约执行维护服务（１＝获得监督流转行为、调节土地纠纷服务；０＝未获得任何服务）来代理。
表 ５ 面板 Ａ 报告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搜寻、谈判缔约、合约执行维护服务以及土地转出总租

金和每亩土地转出租金的影响。 从表 ５（１） ～ （３）列结果可看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村庄中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每增加 １％，小农户家庭获得搜寻和谈判缔约服务的概率将分别增加 ０. ９６％和

０. ９９％，但对合约执行维护服务无明显影响。 这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显著降低了土地流转合约达

成前的交易成本，即事前交易成本。 表 ５（４）列、（５）列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村庄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增加 １％，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总租金将增加 １７. ０７％，每亩转出土地的租金

将增加 １４. ９２％。 样本内转出土地总租金的均值为 ２８３. ３４ 元（包括未转出土地的小农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可使小农户家庭转出土地的租金增加 ４８. ３７ 元。 结合表 ３ 基准回归的结果可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土地转出租金促使小农户转出土地，假说 Ｈ１ａ 成立。
根据基准回归的结果可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无明显的影响，表 ５ 面板 Ｂ 进

一步报告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土地小农户交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没

有显著影响转入土地小农户的交易成本，假说 Ｈ１ｂ 不成立。 为探究小农户土地转入平均效应不明显

的原因，本文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转出对象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在表 ６ 中。
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使小农户将土地转出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率和面积分别增加了

１. １８％和 １. ４４％。 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将土地转出给普通农户的影响为正，但该效应并

不显著。 这一结论与李江一等（２０２２）的研究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普通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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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土地流转。 这表明在小农户土地转出的对象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政策扶持和雄厚资金实

力，其优势远大于其他想要转入土地的小农户，在土地竞争中更容易胜出，从而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小农户土地转入的平均效应不明显。

表 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交易成本、土地转出租金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搜寻服务
谈判缔约

服务
合约执行
维护服务

土地转出
租金

每亩土地
转出租金

面板 Ａ：土地转出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４０ ０. １７０７∗∗∗ ０. １４９２∗∗∗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５４１） （０. ０４７４）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５４. ２６００ １５４. ２６００ １５４. ２６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Ｆ 值 １. ５４９１ １. ５１９７ １. ７４１３ ６. ５６４２ ５. ８６４１

观测值 ７９０９ 　 ７９０９　 ７９０９　 ９０４５　 ９０４５　

面板 Ｂ：土地转入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８）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８７. ８５００ １８７. ８９００ １８７. ６８００

Ｆ 值 １. １６０２ １. ０９６２ ０. ６２７４

观测值 ９５３０ 　 ９５３１　 ９５２８　

　 　 注：为确保小农户获得的服务是在土地转出 ／转入过程中获得的，面板 Ａ 中（１） ～ （３）列的观测值不包括转入土地

的小农户，面板 Ｂ 中（１） ～ （３）列的观测值不包括转出土地的小农户

表 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转出对象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土地是否转给
普通农户

土地是否转给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转给普通
农户土地面积

转给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土地面积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７１）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０. ６０００

Ｆ 值 ７. ２４３０ ２. ３５９９ ８. ３７８１ ２. １７８４

观测值 ９０４５　 ９０４５　 ９０４５　 ９０４５　

此外，本文还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 小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取决于转入土地的租

金成本和农产品的收益。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在村庄出现之前，土地流转市场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村庄出现之后，小农户转出土地的租金明显提高，表明租金成本增加。 表 ７ 报告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农作物产出收益的结果，村庄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加 １％，小农

户经济作物的亩均产量将显著提高 ８. ６９％，但其对粮食作物、所有农作物的亩均产量以及所有农作

物的亩均产值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在本文样本中，８３. ７９％的小农户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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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２１％的小农户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对于大部分小农户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没有提升农作

物的产出收益，转入土地的动力不足。 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转入土地的平均效应不

明显。

表 ７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农作物产出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变量

农作物产量（公斤 ／亩） 所有农作物产值
（元 ／亩）

（１） （２） （３） （４）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所有农作物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８６９∗∗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７０１） （０. ０８４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２２７. ３２００
Ｆ 值 ３５. ３５２８ ３２. １９１９ ４０. ２５８１ ４９. ６８３９
观测值 １０６５５　 １０６５５　 １０６５５　 １０６５５　

综上所述，本文的机制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显著降低

了搜寻和谈判缔约成本。 搜寻和谈判缔约成本是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降低该

成本不仅提高了土地租金，还有效推动了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村庄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了小农户转出土地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土地资源的有效配

置。 对于小农户家庭而言，转出土地所获得的租金收入增加，保障了其经济收益。 在转入土地方面，
现有证据表明土地主要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小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需求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土地

租金成本上升与粮食作物产值未显著提升。 这为后续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以提高小农户转入土地

需求、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三）进一步讨论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效率与公平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由于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家庭大数据库问卷并未包含农户家庭转出土地原因的具体信息，为探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土地流转是否存在强制性现象，本文将从效率角度出发，验证假说 Ｈ２，即考察土地

是否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流向了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 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下的土

地资源重新配置是有效率的，那么强制流转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具体影响。
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不同农业生产能力小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本文使用小农户的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来衡量其农业生产能力。 根据现有文献，一般采用经典柯布—道格拉斯（Ｃ－Ｄ）生
产函数计算微观农户层面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短期内，家庭对于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的调整

幅度较小（王璐等，２０２０；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Ｇａｏ 等，２０２１）。 对农业产出的计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使

用总产值减去中间投入品得到的增加值，另一种则是将中间投入品视为重要的投入要素，将其引入回

归中进行系数估计。 由于第二种方法放松了总产出与中间投入品同比例变化的约束条件，估计的系

数更为准确（王璐等，２０２０；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此外，由于中国家庭大数据

库没有关于小农户每种农作物的详细投入产出数据，本文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值加总作为小

农户的农业总产值。 本文建立如（１５）式的 Ｃ－Ｄ 生产函数，再根据（１６）式计算小农户家庭层面的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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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Ｑｉｖｔ ＝ δ１ ｌｎ Ｌｉｖｔ ＋ δ２ ｌｎ Ｎｉｖｔ ＋ δ３ ｌｎ Ｍｉｖｔ ＋ ＦＥｓ{ } ＋ εｉｖｔ （１５）

ｌｎ ＴＦＰ ｉｖｔ ＝ ｌｎ Ｑｉｖｔ － δ１
� ｌｎ Ｌｉｖｔ － δ２

� ｌｎ Ｎｉｖｔ － δ３
� ｌｎ Ｍｉｖｔ （１６）

其中，Ｑｉｖｔ为 ｖ 村庄 ｉ 小农户在 ｔ 年的农业总产值，Ｌｉｖｔ为家庭和雇佣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总天数，Ｎｉｖｔ

为实际投入的耕地面积，Ｍｉｖｔ为农业生产过程中其他的投入支出， ＦＥｓ{ } 表示小农户家庭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 在计算时，本文将 ２０１５ 年设为基期，使用各省份每年的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农

业总产值进行平减，使用各省份每年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其他投入支出进行平减，得到小农户

的实际农业总产值和实际其他投入支出，以消除价格波动对计算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５ 年小农户的 ＴＦＰ，将其划分成低 ＴＦＰ、中 ＴＦＰ 和高 ＴＦＰ 三组，使用（１７）式的实证

模型检验土地是否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转移到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

Ｙｉｖｔ ＝ α０ ＋ ∑
３

ｊ ＝ １
β ｊ ＮＡＯｓｖｔ × Ｇｒｏｕｐ ｊ

ｉｖ( ) ＋ γＸ ｉｖｔ ＋ ηｉ ＋ λ ｔ ＋ εｉｖｔ （１７）

其中，Ｇｒｏｕｐｊ
ｉｖ表示 ｖ 村庄 ｉ 小农户是否在 ｊ 组，ｊ ＝ １，２，３，分别表示低 ＴＦＰ 组、中 ＴＦＰ 组和高 ＴＦＰ 组，其

余变量含义与（１３）（１４）式相同。
表 ８ 汇报了实证估计结果。 由表中的结果可知，相较于中 ＴＦＰ 组和高 ＴＦＰ 组的小农户，低 ＴＦＰ

组的小农户更有可能转出土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得低 ＴＦＰ 组小农户家庭转出土地的概率增加

了 ４. ３６％。 这一结果高于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中的 １. ８４％，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中小农户转出土地概率

增加主要是由低 ＴＦＰ 组的小农户推动。 对于高 ＴＦＰ 组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其转出土地和

转入土地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加 １％，高 ＴＦＰ 组小农户土地转出的

概率和面积分别降低 ４. ４２％和 ４. ９５％；对转入土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该组小农户土地转入的概

率和面积分别降低 ６. ６３％和 １０. ２７％。

表 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不同 ＴＦＰ 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是否转出土地 是否转入土地 土地转出面积 土地转入面积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低 ＴＦＰ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４９４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５１８）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中 ＴＦＰ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４３４）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高 ＴＦＰ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６６３∗∗ －０. ０４９５∗ －０. １０２７∗∗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４４１）
Ｆ 值 ２. ０７６３ ２. ３００９ ２. ３８０７ ２. ２９４０
观测值 ５１８６　 ５２２４ ５１８６ ５２２４

　 　 注：在计算 ＴＦＰ 时，本文删去了农业收入与实际耕地面积非正的样本，因此，观测值数量与基准表中相差较大

以上的结果表明，土地的确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中流出了，但并没有流向高农业生产能力

的小农户，高农业生产能力小农户转入土地反而受到了抑制。 表 ６ 的证据表明，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

农户可能因竞争优势不足，难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土地。 同时由于土地租金的增加，其资金实

力无法负担更多土地，土地主要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虽然普遍观点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

业生产能力高于小农户，但是一些人为“垒大户”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农业生产能力远不及小

农户。 然而由于缺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的直接数据，本文无法验证村庄现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是否具备更高的农业生产能力。 但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转出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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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强制流转现象存在的可能性较低，表明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仍具有

一定的效率。
２.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四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土地资

源配置有不同影响（Ｂｏｒｒａｓ 等，２０１０）。 首先，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通常是从小农户发展而来，这一发

展过程需要转入大量土地，从而导致其他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Ｑｉａｎ 等，２０２５）。 其次，农民合作社主

要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和土地托管的方式与小农户联结。 对于加入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

户，土地交由合作社处理。 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合作社通过向其提供农业生产和经营相

关的社会化服务，以降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率。 因此，农民合作社对小农户的土

地流转影响可能不大。 最后，农业企业一般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初级加工、运输和销售，对土地也有一

定的需求。
由于同一个村庄会同时出现几种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文按村庄中某一种类型的数

量占比进行划分，取数量占比最高的一类作为该村庄的主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 表 ９ 报告了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表中变量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是指村庄当年是否以该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是二元变量。 由（１）列可知，相比无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村庄的小农户，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主的村庄显著提高了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
具体而言，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主的村庄使小农户土地转出的概率分别增加 ３. ７７％和 ９. ０３％，
家庭农场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专业大户，表明家庭农场更能促进小农户转出土地。 这一结论也与李

江一等（２０２２）的研究结论相符。 此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对小农户转出土地未产生显著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本文样本中这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占比较小，同时，农民合作社主要是促进土

地入股与托管而不是土地转出，农业企业多为外来资本，当地农户对将土地转给农业企业的意愿普遍

较低。 由（４）列可知，以农业企业为主的村庄可使小农户转入土地的面积显著降低 ７. ９０％∗∗。 农业企

业这类工商资本下乡很有可能出于逐利等目的圈占土地，损害小农户利益（杨华，２０１６；刘魏等，
２０１８），抑制了小农户转入土地。 以上证据表明，鉴于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组织结构上的显

著差异以及其参与农业生产各阶段（产前、产中、产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它们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

影响存在明显区别。 特别是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由于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规模特征，发展这两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更有利于推动小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助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

康发展。
（四）稳健性检验

１. 调整解释变量。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四大类型中，农民合作社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与

其他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最为不同。 一些农民合作社通过鼓励小农户以土地入股、托管、联耕

等方式带动其发展（郭晓鸣等，２０１８），这些方式与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为消除农民

合作社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所有村庄农民合作社的数量设置为 ０，再次估计其他三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估计结果展示在表 １０ 面板 Ａ 中。 结果显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仍显著提高了小农户土地转出的概率和面积，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系数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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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村级问卷中只询问了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缺少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土地规模的

数据，因此，本文只能根据数量占比的大小粗略判断村庄所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

－７. ９０％ ＝ ｅｘｐ －０. ０８２３( ) －１[ ] ×１００％，当系数在－０. １ 到 ０. １ 之间时， ｅｘｐ β( ) －１[ ] ×１００％与 β％近似相等



表 ９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是否转出土地 是否转入土地 土地转出面积 土地转入面积

专业大户 ０. ０３７７∗∗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２３７）

家庭农场 ０. ０９０３∗∗ －０. ０２２０ ０. １１２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６８８） （０. ０３２８）

农民合作社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２５７）

农业企业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３４８）
Ｆ 值 ２２. ７１９５ ９. ５８１１ １７. ８０９３ ８. ０７４８
观测值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表 １０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转出
土地

是否转入
土地

土地转出
面积

土地转入
面积

Ｌ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数量）

面板 Ａ：调整解释变量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８３）

观测值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９０４５　 １０６５５
面板 Ｂ：双重差分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２１３）

观测值 ７１０２　 ８２９６ ７１０２　 ８２９６
面板 Ｃ：倾向得分匹配法

Ｌ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２７）

观测值 ７４３７　 ８９３８ ７４３７　 ８９３８
面板 Ｄ：反向因果检验

滞后一期村庄土地流转率 ０. ０７８７
（转出农户数占比） （０. ４９４８）
观测值 ７５０
滞后一期村庄土地流转率 ０. １６５６
（土地转出面积占比） （０. ２８５７）
观测值 ７５０

　 　 注：面板 Ａ～Ｃ 的回归均控制了家庭、年份、省—年、村庄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 面板 Ｄ 的回归控制了

村庄、年份、省—年、村庄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２. 双重差分法。 本文将采用李江一等（２０２２）使用的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

与其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这一部分仅使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表 １０ 面板 Ｂ 报告了双重差分法

估计的回归结果，表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变量为二元变量，表示村庄在当年是否培育了新型农业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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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若当年该村庄培育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变量值为 １，反之则为 ０。 相比没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村庄的小农户，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庄的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和面积分别增加 ３. ７３％
和 ３. ９７％∗。 （１）列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量系数 ０. ０３７３ 与其研究中该变量系数 ０. ０３５ 相差不大，
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村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一定的条件，有意愿转出土地的小农户越

多，该村庄越容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避免反向因果问题对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使用倾向

得分匹配（ＰＳ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将在样本期内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视为实

验组，样本期内未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视为对照组。 其次，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以村庄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前的特征变量，即 ２０１５ 年的村庄特征变量，估计村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倾向得

分，为实验组样本匹配其他特征尽可能一致的控制组样本。 其中，村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村庄是否位

于平原地区、是否是城镇社区、农村公交车路线数量、城镇公交车路线数量、银行营业网点数量、金融

服务网点数量、社区人均居民收入和村庄与县中心的距离。 由于一部分村庄的特征变量存在缺失值

以及匹配在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中进行，只有 ２５３ 个村庄参与匹配。 接着，本文使用核匹配估计

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对匹配好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 最后，对匹配后的样本使用工具变量法

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１０ 面板 Ｃ 中。 从（１）列、（３）列的结果可知，在倾向得分匹配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仍然提高了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和面积，表明本文结论稳健。
４. 反向因果检验。 鉴于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可能进一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从而对

本文的估计结果造成潜在影响，本文进一步对这一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根据现

有 ３１８ 个村庄样本，本文匹配了相对应的 ２０１３ 年村庄土地流转数据，探讨滞后一期（一个调查年

度）的村庄土地流转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 其中，村庄的土地流转率采用该年转出土

地的农户数占村庄所有农户数的比例和该年土地转出面积占村庄所有土地面积的比例这两个变量来

衡量。 表 １０ 面板 Ｄ 报告了反向因果检验的回归结果，无论是使用转出农户数占比还是土地转出面

积占比来衡量村庄土地流转率，村庄土地流转率均未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这表明本

文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很低，本文估计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家庭大数据库，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结果显示，村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得小农户家庭转出

土地的概率和面积分别增加了 １. ８４％和 ２. ５４％，但对小农户转入土地的平均效应不显著。 机制分析

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通过降低搜寻和谈判缔约交易成本、提高土地转出租金的方式促使小农

户转出土地。 在较高的土地租金和较低的农作物收益下，小农户无转入土地的动力。 进一步研究发

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显著提高了低 ＴＦＰ 小农户土地转出概率，但抑制了高 ＴＦＰ 小农户转入土地，这
表明土地确实从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中流出，但并未流向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反而阻碍了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转入土地。 此外，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

土地流转有着不同影响，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更能提高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农业企业则抑制了小

农户转入土地。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总结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培育适度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土

地流转市场发展。 政府应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惠政策，例如提供土地流转租金补助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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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等支持措施。 同时，还应加强对交易双方在搜寻、缔约和维护合约等环节的服务支持力度，
特别是为有转入土地需求的小农户提供相关服务，以促进交易达成。 第二，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小农户农业生产的带动效应。 本文发现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农业生产的带动效应主要集

中在经济作物，因此，应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种植粮食类作物小农户的带动效应，例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定期培训及农业机械化服务等。 第三，统筹兼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小农户发展，兼顾土地流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鼓励和引导低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有序转出

土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然而，不宜盲目地将所有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而应为有意愿扩

大经营规模且具备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小农户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源，并配套提供适当的土地流转

租金补贴，促进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 第四，鉴于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

的不同影响，应重点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这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其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

积极作用。 同时，要特别关注农业企业这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可能造成的影响，平等保护农

业企业与小农户的合法权益，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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